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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是表征权力关系的叙事行为，其离不开言说者、受话人、目的与歧义、沟

通（可能性与困境）、语境及文本诸要素。话语一词的流行及思想属性，与《知识

考古学》等著作的相继问世密切相关，并都打上了鲜明的“福柯烙印”。福柯把权

力还原为话语，而一切话语都只能是建构的。知识与权力合谋并共生，权力产生知

识，话语就是权力。这种思想的原旨在于瓦解真理的客观性，但对课堂教学而言，

话语思想至少提请我们关注叙事方式之改进问题，功不可没。

叙事方式有两个问题域，一是“说什么”，二是“如何说”。如果想说的只是

事实判断，即纯粹的刚性知识，那“说什么”不成问题。孔子是哪里人，只能有一

种正确的说法。但如果想说的是价值判断，比方孔子是什么人，那“说什么”就大

成问题了。本文不讨论容易引起争论、劳而无功的“说什么”问题，只讨论“如何

说”。这是一种形而下的技术讨论，即课堂叙事方式的改进。

但真有一种纯粹的形而下的技术讨论吗？课堂叙事方式，果真只是“如何

说”，而与“说什么”毫无关涉？东方朔感叹“谈何容易”，只因“如何说”和

“说什么”总是密切关联、如影随形的。技近乎道，“合适的说法”通常也就是

“正确的说法”，这不太可能只与技术有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尤其如此。

一、思政课的性质和教学处境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意识形态的集中表达。思政课教学的目

的是辩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并用这种意识形态去塑造和社会协调的、合作的

公民。这门课可以是充分学术合理的，但也可能只是现实合理的。对基层教学人员

而言，思政课的基本精神不容讨论和怀疑，只能解释与辩护——遵循教材的基本精

神，科学地解释历史与辩护现实，既不能背离教材宏旨，也不能寻章摘句地照本宣

科。思政课教学之难，源出于此。

思政课教学长期以来的尴尬在于，它既遭遇了部分学生的冷落与抵制，逃课

厌学现象十分严重；也没有获得社会各界包括教育同行的尊重和认可，对思政课普

遍的学术蔑视仿佛是心照不宣的；甚至相当部分的思政课教师自身也在迷惘之中，

缺乏对于职业的自信和光荣感。如此怎能很好地达成辩护意识形态、塑造合格公民

的思政课教学目标呢？思政课的尴尬处境源于一个共同的心理症结，那就是对于这

门课学术合法性和实践合理性的怀疑。认为其一，思政课无学，只是政治宣传；其

二，思政课无用，与社会实际生活脱节。造成思政课这种局面的原因不一而足，比

方思政课所宣示的理想和社会现实的乖离，比方思政课教材的局限与缺陷，以及官

方提供的实际教学支持的不足，等等。这些都应该并可以得到不断的改善，但它们

显然都不是一线教学人员可能予以解决的和应该在讲台上予以讨论的。而且，永远

不可能期待一种和理想齐一的现实，不能期望编写出一种完美无缺的教材，也不能

期望官方的教学支持是无限的。

为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而不是20世纪7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遭遇了心理抵

制的尴尬？因为市场经济需要以个体解放和权力分散为其基本前提，这就必然在很

大程度上消解了整体主义和历史统一性，解构主义应运而生。不解构解构主义无法

理解时代的哲学背境，但解构主义并不具有彻底摧毁宏大叙事的学理潜质。宏大叙

事牢不可破的根基是，整体永远是个体的背境，整体无法被消解；而整体的本性一

定是追求统一性的，即意识形态化的，因此意识形态对任何整体而言都不可或缺，

甚至一个公司或家庭都必有其意识形态。理解在解构主义时代坚守宏大叙事的合法

性，对一线教学人员本身的疑惑具有破解作用，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很好地建构学科

自身的学术合理性。

二、照本宣科之罪

“照本宣科”不限于真的对着教材“念书”。凡不管时代变化、不分轻重缓

急、机械呆板地按照教材的顺序和叙事语言逐一讲解各章节，毫无论证地向学生强

调所谓“知识点”“重点”和“难点”，列举的例证数年不变还美其名曰“联系实

际”，或解释的方法与路径陈旧僵死、完全不能与时俱进、不识学术前沿，等等，

都属“老生常谈、照本宣科”。这种教学从书本概念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实践出发，

依靠的是独断而不是逻辑论证，使用的是苍白无力的政治宣传语言而不是缜密严谨

的学术语言，因此只能是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隔靴搔痒，催人欲眠。这种照本宣

科的教学方法早已成为一种新的八股，形成一种固定不变的范式——尽管各人素质

有异，有人确实把八股做得好些——它连教师自己都感觉低能与无趣，遑论打动学

生？

照本宣科的“好处”：据说是不会犯错，“方向或导向永远是正确的”。有一

种保守主义的说法是，思政课教材的表述“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否则就有

“违抗中央精神”之嫌，这实在令人莫名惊诧。教材自然是人编写出来的，即使经

过了集体讨论，形成了决议，那也不可能正确到“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的程

度，因为没有人可以达到绝对真理。诚然，一线教师需要讨论的不是教材编写，而

是对教材的解读即教学。那么就说教学吧：应该不会有人反对，课堂教学不是对教

材的机械复述，即使教材真的“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也不能成为照本宣科

的理由，否则教师的意义何在？学生自行阅读教材不就够了吗？有人总以为如果没

有教师的（那种机械）宣讲与举例，学生就无法理解教材，这既是对教师的盲信，

也是对学生的无知。就教材本身而言，它既没有玄奥的学理，也没有难懂的公式，

学生自行阅读绝无困难；就一般例证而言，无论历史材料或现实素材，学生所知者

不一定就比教师更少，特别是后者。照本宣科除了浪费时间和污辱智商，复有何

益？

三、教材与教学

欲谈教学，先谈教材。教材是教学的蓝本，为教学提供了基本思想，甚至也

为教学划定了思想边界，一个思政课教师不能背离教材表述的意识形态而任意妄

言，这没有争议。教材肯定需要不断修正，但何时修正及如何修正，不在本文讨论

之列。但如前所述，永远不能期待编出一本完美无缺的教材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推

断，这与教材的本性有关。

教材的本性（对实践的理论抽象，规范性的总结和审慎的前瞻）决定了它必

然落后于生活实践，并且必然抽空了生活实践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思政课教材则不

仅具有教材的上述本性，它还要求：其一、过滤或遮蔽某些实践活动，“做而不

说”；其二、对实践活动的弯曲解释，“做此而说彼”；其三、出于对理想守护等

的需要，知其暂不可为而强说之，“说而不做”，等等。这就必然造成教材对历史

和现实的解释要么部分滞后，要么部分缺位，更有部分因其过于弯曲而难以使学生

达到本质的理解，进而造成思想之惑。

思政课教材既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表达，它的叙事方式就只能老成持重，

字正腔圆，无懈可击。它的语言必然只能是单向的、非现场的和强迫性的，甚至是

独断的。这种书面叙事方式必须经过改造才能适合面对面的课堂教学。

对教材的合理解读和技术改造是教师的职责，否则教师作为中介的存在就没有

必要。这种合理解读和技术改造要求：其一，不违背教材的基本精神，但应当创造

性地、科学地守护主流意识形态，使思政课整体上的学术性得到加强，使它的每一

个观点和结论都经得起逻辑和实践的双重检验；其二，这就需要把教材的主体内容

打包在一个比较严谨的学术框架之中，调动一切有用的思想资源（包括非马克思主

义的，但“非马克思主义的”并不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历史，解释

理想与现实的紧张，从而释放被遮蔽的事实和事实背后的真理性；其三，这就必然

要求对教材的内容进行整合，有所取舍，没有必要机械地照搬教材，对教材的每一

章节都平均用力，面面俱到，唯恐遗露了每一个关于“意义”或“性质”的表述，

而应该集中精力，深入解读那些有重大意义或疑惑的普遍性设问，并改变那种刻板

而独断的言说方式，把它们转换为现场的、双向的、讨论式的和口头的叙事。综上

努力，务必使思政课成为一门科学而不是一种说教。

四、结 语

思政课话语既非发生在真空中，也不是人世间的唯一话语，甚至也不必然就是

主流话语，更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因此必须充分考虑话语间的相互影响，

造成话语的和谐共生发展。这就要求对思政课话语的更大话语背景达成“理解之同

情”，形成与时俱进的、确有穿透力的思政课话语体系，最终体现为有效的课堂教

学叙事方式。

本文讨论的仅是思政课，但对其他一切价值判断的课程，也应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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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话语本质上表征权力关系，体现为某种叙事方式。欲提高教学实效，必须不断改进叙事方式，达成与时代合拍的话语体系创新。以思政课教学为例，在价值多

元的解构主义时代，思政课教学必须既能坚守主流意识形态，又能维护课程自身的学术品质，科学地解释历史与现实。提高思政课教师的学术素养，改善课堂叙事方式，整

合教学内容，坚决反对照本宣科，是走出思政课教学困境的内在理路。思政课不是说教，而应该是自足的学问。思政课如是，其他价值判断课程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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